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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商投资影响对外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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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以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为样本,利用计量方程验证了IFDI对

OFDI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运用门槛模型发现IFDI对 OFDI的影响存在门槛效应,且影响因

素IFDI规模、人均GDP和人均出口都具有双重门槛。研究结果表明:IFDI对OFDI的影响作用,

以全国数据为样本并不明显,而以区域数据为样本则表现为差异性较大的促进作用,且中部地区

作用最大,东部次之,西部最小。运用双重门槛模型发现只有当IFDI规模、人均出口适中,人均

GDP较高时,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才会最大。据此提出了有利于中国“引进来”促进“走出去”

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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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regionaldifferenceofIFDIonOFDIwasanalyzedbyusingthe
provincialpaneldatafrom2003to2013inChina.Thedoublethresholdeffectof
IFDIonOFDIwasfoundbasedonthethresholdmodel.Moreover,IFDIscale,per
capitaGDPandpercapitaexportallhaveadoublethresholdeffect.Theresults
showedthattheeffectofIFDIonOFDIwasnotremarkablebasedonthetotal
samples,butthereweresignificantlydifferentpromotingeffectsofIFDIonOFDI
basedonthesamplesofeastern,middleandwesternregions.Themiddleregion
exertsthebiggesteffectfollowed bytheeasternandthe westernregions.
Accordingtothedoublethresholdmodel,thepromotingeffectofIFDIonOFDI
wasthestrongestinconditionofmedium-sizedIFDIscale,medium-sizedpercapita
exportandhigherpercapita GDP.Accordingly,somesuggestions wereput
forwardwhichmaypromote“bringingin”and“goingout”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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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走出了具有特色的

开放型道路,实施了从“引进来”到“走出去”的国

家战略。截止到2014年底,中国成为了世界第一

吸引外资国和第三对外投资国。当前中国的国际

投资面临着新的形势:一是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

资(in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IFDI)
进入了2.0时代。外商直接投资受中国土地价

格、劳动力成本及环境污染限制等影响,其投资结

构发生了显著 变 化。二 是 中 国 对 外 直 接 投 资

(outwardforeigndirectinvestment,简称OFDI)
进入了新的时期,其流量已经接近并且未来几年

肯定会超越外商直接投资。中国资金充裕了,企
业走了出去,我们未来将如何对待外资,外资是否

还有作用? 三是中国“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正在紧

锣密鼓地实施,与沿线国家的双向投资频繁进行,
理清外商投资与对外投资的关系至关重要。四是

我国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国家战略已经取得了

很大成绩,未来如何调整使其更加协调发展很值

得关注。因此,要回答和理清这些问题,需要我们

深层次地探索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是否受外

商直接投资影响,若存在影响,这种影响是否具有

区域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二、文献综述

关于IFDI对OFDI的影响,国内外研究成果

较少。在理论上,尹应凯(2002)认为IFDI是

OFDI的重要基础,发展中国家吸收IFDI可以解

决“储蓄、外汇双缺口”瓶颈,外商投资的技术外溢

和竞争效应能够促进本土企业对外投资能力的形

成[1]。Dunning(1981)的 投 资 发 展 路 径 理 论

(IDP)阐述了一国经济发展水平与净OFDI的关

系,从逻辑上认为吸收IFDI可以提高东道国人均

国民收入,加速其OFDI的发展[2]。关于IFDI影

响OFDI的机制,陈涛涛等(2015)认为IFDI通过

直接影响、溢出效应、竞争效应、示范效应等影响目

标国特定产业的产业环境,而受到影响的该环境培

育了本土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和对外投资所有权优

势,从而促进了OFDI的发展[3]。在实证上,对于

中国IFDI与OFDI的关系研究多是采用时间序

列的协整分析技术。万丽娟等(2007)认为两者之

间不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4];陈涛涛等(2011)通
过实证得出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不明显[5];
肖光恩(2010)利用协整技术认为两者之间存在长

期稳定的均衡关系,但这种关系在不同时期具有

动态波动差异性[6];李洪英(2015)得出1982—

2013年中国IFDI和OFDI的数据结构发生了变

化,其存在三个阶段的协整关系[7]的结论。IFDI
影响OFDI的实证结果差异很大,其原因可能是

东道国其他因素存在一定的门槛影响了IFDI向

OFDI的传导。I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可以促进本

土企业对外投资所有权优势的形成,已为大家所

共识。余泳泽(2012)证实了IFDI的技术外溢存

在IFDI规模、潜在市场规模等门槛条件[8]。即当

IFDI规模和潜在市场规模适宜时,其技术外溢明

显,而伴随两者逐渐增大,其技术溢出效应反而会

不断减弱。此外,Goh等(2013)认为出口规模的

大小或许能够影响IFDI对 OFDI的作用[9]。因

为IFDI可以带来出口的增加,但是出口对OFDI
的影响不确定,有可能是互补或替代关系。

从国内外文献可以发现,一是现有的研究多是

采用国家层面的时间序列。由于中国实施对外开

放和对外直接投资发展时间较短,其可获取的样本

较少,不能很好地反映出变量之间的长期关系。二

是现有研究多是分析IFDI和 OFDI是否存在长

期均衡关系,没有深入探讨IFDI对OFDI的影响

是否存在差异性及其产生的原因。三是现有研究

多是关注IFDI技术外溢的门槛效应,没有进一步

考虑IFDI影响 OFDI是否也存在门槛效应。因

此,本文采用中国省级面板数据检验IFDI对

OFDI的影响作用是否存在差异性和门槛效应。

三、IFDI影响OFDI的地区差异

1.模型设定

IFDI影响OFDI能力形成的现有研究,绝大

部分都是建立在Dunning的IDP理论之上。本

文也是依据此模型进行拓展和转换。在IDP模

型中,人均净对外投资为一国人均对外投资额与

该国人均利用外商投资额的差值。本模型为了探

讨IFDI对OFDI的影响作用,把净对外投资拆分

为IFDI和OFDI两部分,其中OFDI作为被解释

变量,IFDI作为解释变量。Dunning等认为外商

直接投资进入东道国需要较长时间的资本转化、
技术外溢等才能增强东道国的所有权优势,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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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对外投资能力。所以,外商直接投资对对外直

接投资的影响主要来源于外商投资规模存量的积

累[1011]。因此,本文引入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作为

核心解释变量。IDP模型的人均国民收入仍然保

留在模型中,但由于国家不再统计,本文用人均

GDP(GDPP)代替作为控制变量。此外,Dunning
等(2015)认为国际贸易介于吸引外商投资和对外

投资中间,对国际投资影响较大,而出口可以为东

道国积累资本国际化的经验,进而提高了东道国

对外 投 资 的 能 力[1012]。因 此,引 入 人 均 出 口

(EXP)作为控制变量。最终的模型设定如下:

lnOFDI=α0+β1lnIFDI+β2lnGDPP+

β3lnEXP+μ (1)
式中,OFDI为对外直接投资存量,IFDI为外商直

接投资存量,GDPP为人均国内生产总值,EXP
为人均出口,μ为随机扰动项。为了降低异方差

和异常项对模型数据平稳性的影响,采用了对所

有变量取对数的方法。

2.样本和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省级面板数据,用于分析中国IFDI

影响 OFDI的地区差异性。根据中国的经济特

征、地理区位,以及参照西部大开发的划分,选取

了中国31个省区市,并划分为东、中、西3大地

区。东部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
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11个省市;中
部地区包括山西、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
湖北、湖南8个省份;西部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
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
西、内蒙古12个省区市。数据时间选取2003—

2013年,IFDI对OFDI的影响主要来自量的累积

作用,因此选取这两个变量的存量。OFDI数据

来源于2003—2013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

报》;IFDI数据来源于2004—2014年各省区市统

计年鉴;各省区市的人均GDP、出口额和人口总

数均来自于2004—2014年中国统计年鉴。模型

的估计采用Stata13.0完成。

3.实证结果

表1给出了全国、东部、中部、西部分别使用

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的实证结果及

Hausman检验。

表1 模型的实证结果

变 量
全  国

FE RE

东  部

FE RE

中  部

FE RE

西  部

FE RE

lnIFDI -0.1014
(-0.62)

0.1667
(1.65*)

0.1921
(0.49)

0.4518
(1.64)

0.0478
(0.20)

0.3546
(1.94*)

0.0525
(0.21)

0.0791
(0.17)

lnGDPP
3.6508
(32.17***)

3.7077
(33.21***)

4.5059
(15.96***)

4.5851
(17.37***)

3.6321
(16.16***)

3.6225
(16.80***)

3.3728
(21.25***)

3.3979
(21.27***)

lnEXP -0.0201
(-0.20)

-0.1588
(-1.65*)

-0.5674
(-2.23**)

-0.6887
(-3.11***)

0.2362
(1.20)

0.2322
(1.23)

-0.0631
(-0.45)

-0.1317
(-0.97)

常数项 -21.8095
(-7.71)

-25.3744
(-14.37***)

-30.6523
(-3.34***)

-34.7082
(-5.88***)

-25.4953
(-4.05***)

-24.9718
(-4.67***)

-21.2314
(-6.02***)

-0.1317
(-8.84***)

统计量 569.11 1577.31 237.57 615.14 191.83 584.62 195.93 554.37
R2 0.5051 0.5911 0.4366 0.4760 0.6939 0.6946 0.3063 0.4387

Hausman检验 0*** 16.46*** 0.38 2.84

注:①FE表示固定效应模型,统计量为F值,括号内数值为对应回归系数的t值;RE表示随机效应模型,统计量为Z值,括号内数

值为对应回归系数的z值。

② *、**、***分别表示回归结果在10%、5%和1%水平上显著,下同。

  从表1中可以看出,全国样本和东部地区样

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表现较优,中、西部地区采用

随机效应模型表现较优。从全国样本来看,人均

GDP系数为3.6508且非常显著,与IDP理论完

全相符,但是人均出口和IFDI系数均为负,且均

不显著,说明IFDI和人均出口对OFDI为不明显

的抑制作用。从3大区域来看,IFDI对OFDI影

响的地区差异较大。中部地区IFDI的系数为

0.3546,且在10%水平上显著,而东部、西部地区

IFDI的 系 数 都 不 显 著,分 别 为 0.1921 和

0.0791。3个地区人均 GDP系数都为正数且在

1%水平上非常显著,东部地区系数为4.5851,高
于西部的3.3979和中部的3.6225,表明东部地

区的人均GDP对OFDI的促进作用高于中、西部

地区。人均出口系数只有在东部地区显著,中、西
部均不显著,其中东部和西部对 OFDI成负向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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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而中部人均出口对OFDI成正向作用,表明人

均出口过大或过小对 OFDI的形成具有抑制的

作用。
由上面的实证结果可以发现:中国IFDI对

OFDI的促进作用总体并不明显,这与陈涛涛、潘
文卿、陈晓研究中国IFDI促进 OFDI的结论一

致[5]。这个实证结果好像与中国实际现状相矛盾,
但是从东部、中部、西部区域角度,我们发现IFDI
对OFDI的影响地区差异很大,且都表现为强弱

不同的促进作用,其中中部作用最大。这说明了

IFDI对OFDI的直接影响不明显,更多是间接影

响。如IFDI进入中国,直接影响了产品市场、资
源市场、金融市场、产业环境及投资政策的的变化,
而中国的这些变化能够直接影响到本土企业

OFDI的形成。IFDI对 OFDI影响的地区差异

性,其原因理论上可以假设为区域内其他因素影

响了IFDI向OFDI传导的通达性所致。因此,需
要进一步验证不同规模水平的其他因素,是否能

够导致IFDI和OFDI两者作用具有显著差异性。

四、IFDI促进OFDI形成的门槛检验

为了进一步验证中国IFDI对 OFDI的促进

作用,揭示区域间影响作用差异性的原因,本文引

入了面板门槛模型。该模型用来检测IFDI规模、
人均 GDP和人均出口是否存在门槛效应使得

IFDI对OFDI的影响明显不同。

1.面板门槛模型

门槛分析起源于1978年 Tong提出的门限

自回归模型,这是一种非线性时间序列模型,在经

济领域广泛应用。后经发展应用于面板数据,特
别是Hansen提出了采用“自体抽样法”检验计算

统计量的渐进分布,判断门槛效应的显著性,使得

面板门槛模型更加准确。本文采用 Hansen的面

板门槛回归方法[13]。选取lnIFDI、lnGDPP和

lnEXP为门槛变量,并且考虑到这3个变量影响

OFDI与IFDI的关系可能存在多个门槛值,所以

分别建立如下的3个多重门槛模型。

lnOFDIit=α0+α1lnGDPPit+α2lnEXPPit+β1lnIFDIit·I(lnIFDIit ≤γ1)+β2lnIFDIit·

I(γ1 <lnIFDIit ≤γ2)+…+βn+1lnIFDIit·I(lnIFDIit >γn)+εit (2)

lnOFDIit=α0+α1lnEXPit+β1lnIFDIit·I(lnGDPPit ≤γ1)+β2lnIFDIit·

I(γ1 <lnGDPPit ≤γ2)+…+βn+1lnIFDIit·I(lnGDPPit >γn)+εit (3)

lnOFDIit=α0+α1lnGDPPit+β1lnIFDIit·I(lnEXPit ≤γ1)+β2lnIFDIit·

I(γ1 <lnEXPit ≤γ2)+…+βn+1lnIFDIit·I(lnEXPit >γn)+εit (4)
其中,i=1,2,…,N,表示不同的省市;t=1,2,
…,T,表示时间。I(·)为指标函数,γ1<γ2<…

<γn 为n 个不同水平门槛值。
本文运用Stata13.0软件通过稳健性面板门

槛估计方法,对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

的全部样本进行检验,以期发现门槛效应的存在。
其中门槛值的统计显著性检验,设置网格300个,
并进行500次的“自抽样法”重复估计。

2.门槛模型选择

表2分别给出了3个门槛变量单一门槛、双

表2 门槛估计值及自抽样检验

门槛变量 模 型 F值 门槛估计值 95%置信区间

lnIFDI

lnGDPP

lnEXP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单一门槛

双重门槛

三重门槛

21.859***

50.086***

0.000
166.120**

53.528***

0.000
6.901

26.398***

0.000

15.543 [12.397,15.620]

11.731 [11.731,13.925]
15.620 [15.543,15.628]

12.397 [12.397,12.397]

9.499 [9.462,9.508]

10.253 [10.059,10.439]
9.384 [9.340,9.499]

9.755 [9.691,9.878]

7.082 [5.844,9.119]

8.001 [7.833,8.192]
5.719 [5.504,9.345]

5.894 [5.844,7.5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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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门槛和三重门槛的F 统计量。从表2中可以

发现,门槛变量lnIFDI在1%水平下单一门槛和

双重门槛极其显著,三重门槛不显著。鉴于双重

门槛模型的F 统计值较大,其自抽样门槛检验P
值更低,变量lnIFDI选取双重门槛模型。门槛变

量lnGDPP单一门槛在5%水平上显著,双重门

槛在1%水平上极其显著,三重门槛不显著,选取

双重门槛模型。门槛变量lnEXP在10%水平上

单一门槛和三重门槛都不显著,而双重门槛在

1%水平上极其显著,选取双重门槛模型。此外,
表2在双重门槛模型下给出了3个变量的门槛估

计值及其95%的 置 信 区 间。lnIFDI、lnGDPP、

lnEXP的 两 个 门 槛 估 计 值 分 别 为 11.731 和

15.62、9.384和10.253、5.719和8.001。

3.面板门槛实证分析

表3列出了人均GDP、人均对外出口及IFDI
规模的双门槛模型估计结果。IFDI规模双门槛

模型中,所有变量参数估计在1%水平上非常显

著,IFDI规模对OFDI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当

IFDI低于门槛值12.4368亿人民币时,IFDI每

增加1个单位,将会带动 OFDI增加0.386个单

位;当IFDI规 模 处 于 12.4368 亿 人 民 币 和

607.6868亿人民币之间时,1个单位IFDI的增

加将会带来OFDI增加0.620个单位;当IFDI规

模跨过607.6868亿人民币时,IFDI促进 OFDI
的作用具有下降的趋势,其系数从0.620降低为

0.543。在人均GDP双门槛模型中,变量lnEXP
在5%水平上显著,与人均GDP门槛区间相对应

的3个lnIFDI变量在1%水平上显著。伴随人均

GDP的增加,IFDI促进OFDI能力逐渐增强。当

人均GDP小于11896.51元人民币时,每增加

1个单位IFDI,可以促进0.867个单位 OFDI的

增加;当人均GDP跨越这门槛且低于28367.52
元人民币时,IFDI对 OFDI的促进系数变为了

1.013;当人均GDP超过28367.52元人民币时,

IFDI带动OFDI的系数增加为1.124。在人均出

口双门槛模型中,所有变量的参数估计在1%水

平上非常显著。随着人均出口规模的增加,IFDI
具有对OFDI的正向促进作用,但呈先增加后下

降趋势。当人均出口规模小于304.60元人民币

时,每增加1个单位IFDI可以促进0.986个单位

OFDI的增加;当人均出口规模超过这个门槛值

且小于2983.94人民币时,IFDI对 OFDI的促

进系数增加为1.055;当人均出口超过第二个门

槛值2983.94元人民币时,IFDI对OFDI的促进

系数减弱为0.909。

表3 门槛模型系数估计结果

变量
人均GDP双门槛模型

系数门及槛取值
人均出口双门槛模型

系数及门槛取值
IFDI规模双门槛模型

系数及门槛取值

C -0.486(-0.28) -35.12(15.78***) -30.42(-15.46***)

lnGDPP 3.355(18.75***) 4.000(30.48***)

lnEXP -0.333(-2.23**) -0.709(-8.68***)

lnIFDI_1 0.867(8.48***)
(GDPP<11896.51)

0.986(11.06***)
(EXP<304.60)

0.386(2.71***)
(IFDI<12.4368)

lnIFDI_2 1.013(9.81***)
(11896.51≤GDPP<28367.52)

1.055(11.18***)
(304.60≤EXP<2983.94)

0.620(5.60***)
(12.4368≤IFDI<607.6868)

lnIFDI_3 1.124(10.62***)
(GDPP≥28367.52)

0.909(10.99***)
(EXP≥2983.94)

0.543(5.08***)
(IFDI≥607.6868)

注:括号内为门槛值,GDPP、EXP单位为元,IFDI单位为亿元。

  表4列出了中国2004年和2013年31个省

区市3个门槛变量分布,它们进一步反映出人均

GDP、人均出口、IFDI规模所产生的门槛效应与

中国东、中、西部三大地区间IFDI推动 OFDI的

差异性具有很大的相关性。在IFDI规模门槛效

应中,2004年只有西部的贵州、云南等6省处于

第一个门槛之下;东部大部分、中部全部和西部绝

大部分的22个省区市处于两门槛值中间;只有东

部江苏、山东、广东3省跨越了第二个门槛值。经

过10年发展,到2013年IFDI规模的阶段分布变

化不大,只有东部的天津、上海从第二阶段跨入了

第三阶段,其他省区市基本上没有变化。总体而

言,从2004年到2013年31个省区市IFDI规模

分布呈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球形状,绝大部分省

区市集中在第二阶段,IFDI促进OFDI的作用较

第一、三阶段都强。这些说明我国的IFDI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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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DI正处于快速增长时期,但未来随着跨过第

二个门槛省区市的增加,IFDI对OFDI的促进强

度逐渐降低。人均 GDP门槛效应中,2004年

IFDI促进 OFDI的作用整体较弱,因为中、西部

地区及东部地区河北、广西和海南都处于第一个

门槛之下;只有东部地区的天津、辽宁等7省区市

处于两个门槛中间,北京和上海两地超越了第二

个门槛值。到2013年所有省区市的人均GDP都

已经跨越了第一个门槛值,随着人均 GDP的增

加,IFDI促进OFDI的作用逐渐增强。跨越第二

个门槛值的省区市也由2004年的两个增加到11

个,IFDI对OFDI的推动效应也在增强。人均出

口门槛效应中,2004年只有西部的四川、贵州等5
省处于第一门槛值以下;东部的北京、辽宁等7省

区市跨越了第二门槛;其余的19个省区市如河

北、上海等都处于两门槛之间。2013年处于第二

阶段的省区市数量保持不变仍为19个,只是第一

阶段的江西、湖南、四川、贵州跨过门槛值进入了第

二阶段,而第二阶段的青海滑落到第一阶段,上海、
山东、重庆从第二阶段跨入了第三阶段。总体而

言,随着人均出口的增加,IFDI促进OFDI的作用

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目前中国正处于第二阶段。

表4 门槛值及数据分布

门槛值及区间 省份(2004年) 省份(2013年)

GDPP<11896.51
(元)

河北、广西、海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
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
四川、贵州、陕西、云南、西藏、甘肃、青海、
宁夏、新疆

—

11896.51≤GDPP<28367.52
(元)

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 河北、广西、黑龙江、山西、海南、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
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
新疆

GDPP≥28367.52(元) 北京、上海 北京、上海、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
建、山东、广东、内蒙古、吉林

EXP<304.60(元) 江西、湖南、四川、贵州、甘肃 甘肃、青海

304.60≤EXP<2983.94
(元)

河北、广西、上海、山东、海南、山西、内蒙
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
重庆、陕西、青海、新疆、云南、西藏

河北、广西、海南、山西、内蒙古、吉林、
黑龙江、河南、安徽、江西、湖北、湖南、
四川、贵 州、云 南、西 藏、陕 西、宁 夏、
新疆

EXP≥2983.94(元) 北京、辽宁、天津、江苏、浙江、福建、广东
北京、天津、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广
东、上海、山东、重庆

IFDI<12.4368(亿元) 贵州、云南、西藏、甘肃、宁夏、新疆 贵州、西藏、甘肃、青海、宁夏

12.4368≤IFDI<607.6868
(亿元)

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浙江、福建、
广西、海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
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
陕西、青海

北京、河北、辽宁、浙江、福建、广西、海
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
江西、河南、湖北、湖南、重庆、四川、陕
西、新疆、云南

IFDI≥607.6868(亿元) 江苏、山东、广东 天津、上海、江苏、山东、广东

  通过门槛模型的检验分析,我们发现IFDI促

进OFDI存在门槛效应,即它们两者的关系受

IFDI规模、人均 GDP及人均出口门槛值影响。
在IFDI规模门槛效应中,随着IFDI规模的增加,

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先增加后降低。由于

东道国形成对外投资能力的大小与外商直接投资

技术外溢的大小密切相关,而外商投资技术外溢

又与IFDI规模相关,该结论与余泳泽(2012)探讨

IFDI规模与外商技术外溢门槛效应的结论完全

一致[8]。在经济发展初期大量引入IFDI,解决了

国内建设资金不足及技术落后的问题,IFDI不仅

为东道国积累了大量资本,而且通过技术外溢效

应和竞争效应提高了本土企业国际竞争力,间接

促进了对外投资的快速发展。随着IFDI流入规

模的增加,当东道国众多跨国企业资本充足、技术

水平相对较高且已具备对外投资能力时,IFDI促

进OFDI形成的资金优势和技术优势则逐渐下

降。在人均 GDP门槛效应中,经济发展水平越

高,IFDI 对 OFDI 的 促 进 作 用 越 大。这 与

Dunning(1981)的国际投资发展周期理论所隐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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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论相一致,即随着人均国民收入的增加,对外

直接投资也会增加[2]。主要是经济发展水平高的

地区,其对外开放度和技术水平较高,非常有利于

IFDI技术资本效应的吸收,使得该地区形成对外

投资能力的速度较快。在人均出口门槛效应中,
随着跨越门槛值的增加,IFDI对OFDI的促进作

用先增强后减弱。IFDI的增加势必会持续增加

人均出口的规模。陈洁、蓝振风(2013)认为出口

是企业对外投资的重要先导,当某商品的出口规

模达到一定程度后,企业为了规避贸易壁垒、减少

运输和生产成本会选择在商品销售国进行投资生

产,从而出口会促进OFDI的增加,两者表现为互

补性[14],此时IFDI对 OFDI的促进作用增强。
当出口跨越门槛值以后,由于市场的有限性,若某

种商品出口规模继续增加,势必会降低该商品对

外投资的增速,甚至将来会减少对外投资,使得出

口和对外直接投资由互补性逐渐转为替代性,进
而IFDI对OFDI的促进作用减弱。

五、结论及启示

本文利用2003—2013年中国31个省区市的

面板数据,首先验证了中国IFDI对OFDI的促进

作用,尽管全国样本不支持这一结论,但使用区域

样本检测出了促进效应,并且东部、中部、西部中

促进作用大小具有明显的差异性,其中中部促进

作用最大。其次,使用门槛模型进一步探索了

IFDI促进OFDI地区差异性的深层次原因。我

们发现IFDI促进OFDI的效应,在很大程度上受

到IFDI规模、人均GDP及人均对外出口的影响。

IFDI规模存在两个门槛,随着逐级跨越门槛,其
对OFDI的促进作用先是持续增加,后呈下降趋

势。当前,只有东部极少数省区市超过了第二个

门槛,IFDI的促进作用减弱;东部、西部绝大部分

及中部全部都处于IFDI高速促进 OFDI的第一

和第二个门槛值之间。人均GDP存在双门槛效

应,其门槛规律为人均GDP越高,中国IFDI促进

OFDI的作用越大。2013年,中国东部地区除了

河北、海南外都高于第二个门槛值,其IFDI的促

进作用最大;其他地区处于两门槛值之间,IFDI
的促进作用较大。人均对外出口也存在双门槛效

应,伴随其规模的增加,IFDI对 OFDI的促进作

用呈先增强后减弱的趋势。目前,东部9省和重

庆市跨越了第二门槛,其IFDI的促进作用变小;
中部全部和西部绝大部分省区市处于两个门槛值

之间,IFDI的促进作用最大;西部的甘肃、青海

没有跨越第一个门槛值,IFDI的促进作用较大。

IFDI规模、人均GDP和人均出口的门槛值,
对于“引进来”促进“走出去”及完善、调整两者相

协调的国家战略具有如下启示:①根据人均GDP
门槛效应,利用东部地区经济水平较高和基础环

境较好的优势,重点吸引高质量外资,侧重于科技

服务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最大可能地发挥外商

投资对对外投资的推动作用。②运用外商投资规

模的门槛效应,利用国家优惠政策加大中、西部地

区吸引外资的规模,特别是借助“一带一路”战略

的推进,西部地区对外投资可实现快速增加。

③把握对外出口的门槛效应,重点提高东部地区

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出口商品的结构调整,中
西部注重出口规模的增加,实现中国对外投资的

持续发展[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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